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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与固化:非遗保护视野下族群身份标签化
及其相关问题

———基于香格里拉三坝纳西族非遗传承的两个案例

王蕾

(长江大学 法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摘 要:在现代性视域下,“祖先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资源,族性的策略性表达

是这一资源博弈下的产物。香格里拉三坝乡围绕非遗传承与族群身份表达展开的一系列实践,呈
现了各个实践主体在其中的谋略与行动及其嵌套的逻辑。这些实践可被视为当地居民对族性身份

的再造,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传承人民俗身份的格式化。基于族群身份理论视角,对基层非遗实践

的现代性逻辑进行反思,呼唤非遗社区传承从竞争性伦理走向协商性伦理,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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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

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该
公约在我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此后,

非遗保护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虽然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
国民俗学界对非遗保护的制度顶层设计都有着一套

严格的学术规范,但由于“四级目录”要跨越纵向复

杂的行政科层,不同的省市县乡和基层动员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性、机动性与灵活性。纵向的行政科层

和横向的地域竞争这些变量介入基层社区后,究竟

会给个体、族群、社区造成何种变化? 人类学家卡马

洛夫夫妇在2009年出版了Ethnicity,Inc[1]一书,

他们在书中提出了“族群公司化”的概念,用以分析

在市场经济逻辑下族性表达所发生的变化。族群不

是一个本真性的事实,民族身份、民族文化也不是一

个本真性的事实,但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地方、文化

空间、族群中的个体都会在商品化的过程中策略性

地、能动性地塑造新的族群身份,甚至是族群身份的

某种取舍、让渡或强化。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围绕非遗传承与族群

身份表达展开的一系列实践,呈现了基层社区主体

在非遗竞争中的策略性行动,同时也表征了非遗与

族群身份政治层层嵌套的逻辑。三坝是迪庆藏族自

治州唯一的纳西族乡,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处于金沙

江沿岸的坡地“坝子”之上,与丽江隔岸相望。从非

遗标识来看,三坝所拥有的非遗项目主要有三项:一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纳西族东巴纸手工造纸技艺,二
是省级非遗项目纳西传统舞蹈“阿卡巴拉”,三是省

级非遗项目纳西传统纺麻技艺。在“由纳西而入藏”

或“由藏而入纳西”的文化走廊上,三坝是一个具有

独特性的社区,这样一个社区为我们讨论族群边界、

族群身份提供了绝佳案例。笔者将通过一位当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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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承人和一个被视为典型村落的案例,讨论非遗

对于当地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的影响。非遗事实上

造成了纳西文化符号标识的强化与纳西传统的格式

化,使得当地人越来越有意识地塑造“三坝纳西”的
族群边界,并为这种新的族群身份填充内容。

  一、非遗名录对族群身份的征用

(一)传承人:身份的单一化

国家级非遗纳西族东巴纸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

人Z爷爷,1928年出生于东巴世家,12岁开始在其

舅舅的指导下学习东巴经书,同时学习造纸、绘制神

画、神路图及木牌画等传统技艺,是家传东巴的第六

代传人,也是三坝乡的“三大东巴”之一。随着传统

文化保护浪潮的兴起,Z爷爷很快便引起了各方的

注意。1999年Z爷爷被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和文化厅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称
号,2007年又被国务院认定为纳西族东巴纸手工造

纸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Z爷爷家靠近白水台景区,他家同时是一个民

宿客栈,Z爷爷的儿媳妇X女士承担着经营客栈的

任务。X女士善于沟通交流,尤其熟悉游客或外地

学者的采访模式,几乎成了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运

作和对外宣传的经纪人。X女士带笔者来到一个杂

草林地,笔者看到了东巴造纸所用的原材料,即当地

人称为构树的树皮。X女士向笔者介绍,东巴造纸

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这种树皮,它含有特殊的毒素,
造出来的东巴纸有着天然的防虫防腐的功能,可以

更好地保存纸质文献。在Z爷爷的客栈外,是从树

皮处理到造纸各个流程的实物展示。X女士带领笔

者参观了造纸流程,这种流程与其他地方的古法造

纸并无多大差异。
无论是政府宣传,还是X女士私底下的对外介

绍,Z爷爷的非遗传承人身份紧紧地围绕着纳西族

东巴造纸技艺。在Z爷爷家住了一个多星期,笔者

经常遇到对纳西族东巴造纸技术充满兴趣的参观

者。面对这些参观者,Z爷爷并没有那么健谈,而是

让他的儿子或儿媳出面回答大家的疑问。
(二)被淹没的多元社会身份

笔者以为Z爷爷精力有限,不善言谈,然而另

一个场景却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雨天,吃完早饭,笔者坐在一楼大厅里

休息。这时,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村民面带愁容地

走了进来,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将手中的一小袋米

交给了Z爷爷。随即,Z爷爷便招呼她到沙发上坐

下,自己则进了里屋。X女士告诉笔者,这位女村民

的老公与儿子让其操心太多,她本人最近也不顺利,
所以她过来找Z爷爷祈吉。没过多久,Z爷爷从里

屋出来了,他并没有换上东巴仪式中的传统服饰和

冠饰,只是拿了一本一看就很有年代感的东巴经。
此时,笔者正和X女士坐在距离他们两米远的长板

凳上,而Z爷爷与女村民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

们的存在,而是全身心投入在这场室内小型仪式中。
听完女村民的叙述之后,Z爷爷拿出了两枚贝壳,随
后,他多次将两枚贝壳同时掷向茶几,并不时翻阅东

巴经书。这一过程持续了半小时左右。Z爷爷根据

女村民的年龄和属相,结合贝壳卦象,发现女村民有

“麻烦”。最后,通过诵念东巴经书,Z爷爷对她的

“麻烦”进行了化解。
从性质来看,这只能算是东巴教中的一个常见

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然而,给笔者留下深

刻印象的是仪式过程中Z爷爷的投入与虔诚,这与

他之前接受采访时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人们

的认知中,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这一身份难道不

应该是他最值得言说的标签吗? 为什么在谈及造纸

技艺的时候,Z爷爷会觉得兴味索然,而在举行东巴

仪式的时候他却如此专注投入?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Z爷爷经常被邀

请去参加各级电视台的拍摄与采访。有一次在白水

台景区,北京电视台前来录制东巴经文翻译的相关

节目。整个拍摄过程有着明显的摆拍痕迹,院子里

不停地传来导演的声音:“Z老师,您坐正了!”“Z老

师,您头抬起来!”“Z老师,我们再来一遍!”而Z爷

爷始终面露微笑,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情。面对外

人的时候,Z爷爷总是会保持这种淡然而客气的礼

貌。他很清楚,这些人是冲着他的国家级非遗项目

传承人头衔而来,他也理应呈现出与这个头衔相符

的知识水准与待人接物的规则。
虽然Z爷爷没有明言,但显然,作为三坝乡仅有

的几位东巴之一,他对于自己的东巴身份也同样有着

认同。作为东巴,即纳西族的祭司,他可以为村民们

解决“麻烦”,可以主持相关仪式,也可以与天上的各

个神灵沟通。根据当地人的描述,最初在申请国家级

非遗项目传承人的时候,这个东巴身份成为强有力的

竞争优势之一。然而,当他申请成功后,这些原有的

社会身份却被淹没在了外在可见的头衔之中。[2]

事实上,除举行东巴仪式以外,Z爷爷还有其他

的技能,比如绘画。在Z爷爷家有不少慕名前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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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习绘画技术的人,甚至还有人从泰国、美国、意
大利等国赶来。Z爷爷东巴造纸传承人的身份一旦

被界定,他原有的多元社会身份便被非遗命名这一

现代性的行政逻辑“格式化”为一个单一符号。诚

然,在保护体系内部,其分类有着自身的规则体系,
按照这套体系的划分,东巴造纸技艺与其他地区的

传统造纸技艺有共通之处,然而,人们在观赏这种造

纸技艺的时候却往往忘记它曾经是内嵌于东巴文

字、语言、文献、纳西族传统俗信和生活世界之中的,
是东巴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三)身份的征用与让渡

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对传统文化的集

大成者是一种荣誉和鼓励,但认定本身也是对传承

人身份、民族文化、地方、社区传统的征用。在征用

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被提炼出来,成为

新的受保护的对象,而其他要素则隐匿在了幕后。
也许每个从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人都渴望参与非

遗传承人的申报,但不可否认的是,看似是认证主体

与被认证者的“共谋”和相互成就,本质上是征用和

让渡的过程。非遗命名也正是通过这一具有互惠

性、交换性和象征性的仪式过程,才让国家的荣耀具

身到地方、族群或个体身上。伴随着对东巴造纸技

艺的命名,Z爷爷也让渡了“民间”“传统”“地方”“本
土”“我者性”自我言说的自足性。于是,对外界而

言,Z爷爷不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纳西族“大东

巴”。外界在接触他的时候,看到的是其作为国家级

传承人的光环,只有与其朝夕相处的村民,才会记得

他曾经的身份。可以说,Z爷爷之所以对谈论造纸

反应漠然,对仪式专注,正是因为前者对于他而言,
只是展示给外人看的技艺,而后者才是他在族群社

区民俗身份真正的体现,这种身份意识是与地方族

群俗民的生活世界交融统一的。

  二、传统的发明与族性表达的竞争

吴树湾村是三坝乡白地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
也是三坝另一个非遗项目———纳西传统舞蹈“阿卡

巴拉”的重要传承基地。吴树湾村的纳西族村民会

强调他们属于纳西族“汝卡”(或写作“阮可”)支系,
“阿卡巴拉”是吴树湾村纳西族“汝卡”支系独有的一

种舞蹈。“阿卡巴拉”在某种意义上是吴树湾村在三

坝这个大社区中地位的体现。

2003年,“阿卡巴拉”被纳入香格里拉县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被纳入迪庆藏族自治州州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阿卡巴拉”申请云南

省省级非遗项目,当地文化部门到三坝乡吴树湾村

进行文化普查。吴树湾村的H老师告诉笔者,他多

次向调查人员表示“阿卡巴拉”在汝卡支系的原名其

实应当叫“呀哩哩”,他希望有关部门将“阿卡巴拉”
更改成“呀哩哩”进行非遗项目申报,还原其“汝卡”
身份。从云南省最后公布的省级非遗名单来看,H
老师的请求显然没有得到采纳。2013年,“阿卡巴

拉”以纳西族舞蹈的名头成功被列为云南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三坝吴树湾村也有了两位省级

传承人。
事实上,在“前非遗时代”,白地固然是三坝纳西

族乡的一部分,但在村民的认知中,他们并没有刻意

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以白地最盛大的节日“二月

八”为例,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1949年以前,白地

还没有通公路,但周围村子里的很多人会步行前来,
白水台上甚至都难以找到下脚的地方。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无论是文献,还是老人的回忆,都提到这些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不仅包括纳西族,也包括世居

在白地的其他民族,还包括从其他村落来的,他们或

是为了祭祀,或是为了社交,或是为了贸易,齐聚在

白水台共度佳节。更为有趣的是,当地的一位彝族

村民表示,因为白水台“位置(空间)大一些”,所以村

里各个民族的主要节日都是在这里过的。彝族的火

把节在这里庆祝,当地的纳西族及其他民族也在这

里与彝族村民一同载歌载舞。
当“二月八”被认定为三坝乡的品牌之后,对这

一节日的阐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本是当地所有

民族共同庆祝的节日,变成了纳西族的代表性节日。
近年来,白地的“二月八”节被分为两天,第一天(农
历二月初七)是仅属于吴树湾村的除秽、祭天的日

子,第二天(农历二月初八)是整个白地村民的节日。
有趣的是,在第二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许多非纳西

族的白地村民,但在对外宣传的时候,所有人都统一

口径说:“这是我们三坝纳西族的节日。”
冯莉指出:“受历史上政权更替、不同时代社会

文化运动或权力个体的喜好等多种因素影响,纳西

族民间文化也遭受了以极端方式进行的改造、征用

甚至是摧毁等种种突变。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使
得纳西民间文化在传承和保留的过程中与一些早期

形成的原生性内容交织融合在一起,成为当地人的

宗教信仰和行为实践。”[3]在她看来,三坝的民间文

化呈现出原生性与新生性杂糅的状态;而在笔者看

来,这种新生性与原生性的交织,可视为对传统的再

造,是当地人对因此而来的热潮的回应。在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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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官方叙事首先发生了变化,而地方人民又用自

己的知识与实践对这种变化做出了回应,进而重塑

了村落的样貌与形态。[4]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三坝乡

来讲,“传统的发明”对村民来说,既是生计之外的事

业,同时也有可能是生计本身。因此,在与白地其他

自然村的竞争中,吴树湾人的团结确实让他们顺利

地成为了三坝纳西族群文化展演的主角,但代价是

社区内部更为复杂的身世和文化的多样性在官方话

语中的隐没,村落社区原有的民族交融的历史语境

和历史过程也逐渐被淹没在纳西族单一化的身份叙

事之中。

  三、迈向协商性伦理的非遗传承

在今天的三坝,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图景:一方

面,纳西文化的保护传承基地遍地开花,纳西名人辈

出,头衔、称号更是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各个自然村

的纳西文化守护者之间又存在着微妙的竞争。当

然,这些竞争都是内部的,在面对外人的时候,所有

人都会骄傲地宣称他们是香格里拉的纳西,是白水

台孕育的儿女,这也是今天的三坝在对外宣传时努

力营造的标签。本文的两个案例虽然有个体性与群

体性之分,但从本质上来看,二者都将一种综合性的

文化形态通过分类切分出了不同的门类,以对接现

代性行政管理的需求。这种对接的过程,也是文化

被标签化的过程。此后,它便会被赋予一种新的格

式,所有外在可见的展演都需要按照这种被规定的

格式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最终目标是实现对文化

空间的保护,让传统社区实现可持续的、活态的传

承。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族群、
社区所共享的世代流传的文化记忆与他们生活世界

中的经验、知识能内化于社区日常生活中,且能通过

具身性的传承来达成一种自然的保护。

非遗命名试图将某些文化传统通过一定程序识

别出来,进而给予经济与行政的支持,以此达到保护

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这项运动本身便是对传统

社区生活的干扰。对标签化逻辑进行简要总结,可
以说,它主要是指以科层化的行政动员来实施的非

遗命名机制,其暗含了对地方性的建构和改造的内

在语法。正如冯莉所言,“文化的传承是以自然的方

式发生的,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5]然而,吊
诡的是,非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自然发生的运动,
而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受到外来力量推动的一

个行政变量。非遗保护实施二十年来,客观上带来

了文化保护的效果,但同时也使得文化的内涵发生

了窄化。从物质形态来看,这种窄化不会带来什么

问题,但一旦回归到具体的个体、群体与社区生活世

界,这种新的文化标签便会与原有的整体社会生活

之间发生摩擦。当这种标签与资源竞争联系在一

起,情况便会更加复杂。对于族性的表达,一切“外
来的”力量都有可能成为族群群体或个体的某种资

源,围绕着这种资源所展开的竞争,则会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到族群之间、社区之间、族群内部的个体之间

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微妙变化,最终又会落实于新

的族群身份的表达与族际关系的变化,进而改变整

个社区的面貌。
从三坝乡所在的香格里拉地区来看,这里本就

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域,在历史上也曾是滇西北多民

族交流交往的文化走廊,多民族共处共融。在今天

的田野调查中,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笔者也几乎感

受不到社区内部各个民族之间的明显差别。然而,
在香格里拉县开展的“一乡一品”活动中,三坝乡政

府及一些乡贤精英开始逐渐意识到高举纳西文化的

旗帜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

各乡镇在族群身份表达上的标签化。

表1 香格里拉县部分乡镇少数民族特色节庆类非遗

地方 小中甸镇 洛吉乡 五境乡 东旺乡 三坝乡 傈僳族聚居区 虎跳峡镇

标签 达拉节 丹巴节 俄仲花节 转山节 二月八 盍什节 火把节

族性 藏族 藏族 藏族 藏族 纳西族 傈僳族 彝族

  从整体上看,“一乡一品”活动让各乡镇公共文

化百花齐放,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文化呈现出多

样性,但具体到每个乡镇,多民族复杂共处的历史事

实却往往被某个具体的族群标签淹没。以三坝乡为

例,该乡的非遗保护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关怀与民

族社区内文化精英的积极动员以外,作为一个地方,

它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从横向来看,三坝

乡的纳西文化申遗要与丽江纳西族核心聚居区形成

区分并保持特色;从纵向来看,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

各级行政辖区中,三坝乡处于末端,在将自己标记为

纳西族的时候,它又需要从更为主流的迪庆藏族文

化圈的打造中艰难地获取一杯羹。最终,当个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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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族群与族群、社区与社区之间因为竞争关系不

断从传统文化中提取要素、重塑自身形象的时候,族
群身份的表达也会随之被裹挟。当多重的个体身

份、整体的社会生活被标签化,不仅外界对于纳西民

族文化或东巴文化出现了一种整体性“失察”,在内

部,传承人、社区或本族群对于这种单向度荣耀也产

生了认同与强化。今天,三坝的年轻人越来越为自

己的纳西身份而自豪,也不会忘记加上一句,自己不

是来自丽江的纳西,而是香格里拉的纳西,是“三坝

纳西”。这个不断被现代工具理性和无限度的分类

学逻辑倒逼的身份,逐渐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认同。

  四、余论

在非遗进入中国的20年里,学术界对非遗背后

的权力语法和资本裹挟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
当大家都在呼吁非遗保护要去行政化,要警惕商业

化的时候,地方政府、族群、社区甚至地方精英、传承

人被这个头衔裹挟的程度却越来越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推动的这项运动及其为此设定的评审机制,
初衷是要去政治化,以增强对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

保护,增强人类对历史、对他者、对边缘和对自我的

主体间性的观照和理解,从而缓解现代性带来的文

化泛政治化、民族主义、文化区隔,并尽力化解现代

科技、工商业发展和全球化运动给文化多样性带来

的冲击。然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却看到,
这一运动在很多时候形成了新的竞争与区隔。换句

话说,本文讨论的非遗带来的族群标签化,不仅是我

们在某个底边社区所看到的镜像,也是民族国家内

部族群、社区之间如何认同的关键性问题,甚至可能

成为当今民族国家之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6]如果

说非遗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中国政府积

极参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知识精英推动的

运动,那么,是否应该思考这项运动对于每个族群、
村落甚至个体的日常生活更为丰富的意义? 这种意

义是他们从被动卷入、形成认知并主动实践的过程

中生产出来的,并会深刻地影响与改变他们的日常

生活。基层社区虽无力从时代的浪潮中分身,但作

为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不能无视它所带来的除文化

保护以外的客观后果。尤其是在某种“举国体制”和
“运动式”的保护逻辑下,基层非遗实践的工具性伦

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价值性伦理的冲突会日益显现。无论是在国家、地
区之间,还是社区、个体之间,“抢注”带来的族群标

签化,以及由此生成的对于族群文化形态单一化的

叙事,以及逐渐产生的对于“异己”身份的警惕和区

分,都是文化多样性价值观下的非遗保护最不愿看

到的后果。
我们不能对初心本善的非遗有过多的苛责,非

遗申报命名机制及其分类学的行政语法也并不会直

接导致工具与目的的矛盾,但在社区和传承人的基

层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工具与目的颠倒的事实。本

是作为实现文化多样性价值伦理的工具,可能反过

来成为了目的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三坝的非遗实

践,作为标本与寓言,可以为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基

层社区治理提供一面镜子。“唯有在自观与他观或

内部与外部之间形成对接并沟通地方知识、学术话

语和政策制定,才能为确保非遗的存续力建立起融

通的视野,在多元行动方之间形成功能性互补。”[7]

如果共同体建构注定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实践,那么,
能否将某种头衔在最大程度上与某个特定族群、特
定社区脱钩分离,能否最大程度上形成地方传统与

官方话语之间的并接,使其成为个体与个体、社区与

社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商共赢的事

务,[8]或许这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宏旨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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